促进还是阻碍？智能化工作场域中人机关系对任务绩效的影响——基于自我概念的解释
程延园1，程雅馨1，何 勤2

（1.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北京，100872；

2.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北京，100026）

摘 要：智能技术与各行业的深度融合，不仅改变了人的工作与生活，更重塑了人机关系。本研究关注智能化工作场域中，人机关系对员工心理和行为的影响。研究通过自我概念理论构建人机关系影响员工任务绩效的中介模型，对人工智能应用型企业员工的调查问卷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人机关系会正向影响员工任务绩效；人与智能机器的互动会使员工形成自我概念，进而促进员工角色认同和自我效能感的产生，由此激发员工做出与自我概一致的和强化自我概念的行为，拓展员工工作中的资源与心里安全感，促进任务绩效的达成；混合情绪负向调节了人机关系对角色认同的影响。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改变了员工的心理和行为，特别是在人机关系中，员工的工作状态和情绪变化亟需关注。本研究将人工智能引入到工作场景中丰富了任务绩效影响机制的研究,关注了人机关系的对员工心理与行为的影响，也为企业合理激发员工工作绩效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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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various industries has not only changed people's work and life, but also reshap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machine.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on employees'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in the intelligent workplace. The research uses self-concept theory to construct an intermediary model of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affecting employees' task performance, and analyzes the questionnaires of employe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 enterpris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machine will positively affect the task performance of employe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n and intelligent machine will make employees form self-concept, which will promote the generation of employee role identification and self-efficacy, thus motivating employees to make self-consistent behaviors. and strengthen self-concept behaviors, expand employees' work resources and psychological security, and promote the achievement of task performance; mixed emotions negatively moderate the impact of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on role identity.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changed the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of employees, especiall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machine, the changes of employees' work status and emotions need urgent attention. This study introduc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o work scenarios to enrich th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task performance, pays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on employees'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and also provides inspiration for enterprises to rationally stimulate employees' work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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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与工业、服务业等领域深度融合，促进了原有行业，企业和人力的全方位变革，成为支撑中国传统经济转型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在工作场所中，智能机器与人互动关系日益亲密，人与机器的关系逐渐由“助手”转向“工作伙伴”，智能机器成为人的新同事，人与智能机器的关系联结受到关注[1]。如腾讯医疗健康为肿瘤专科建立的智能对话机器人，通过辅助患者回答问题，引导患者上传相关病历资料，定位患者需求，利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基于肿瘤知识图谱与肿瘤患者画像，为患者提供精准就医服务。技术赋能不仅促进了工作效率与任务绩效的提升，更对传统工作场所中的“同事”关系带来了挑战。技术的发展要求人只有将机器人视为合作伙伴才能够实现人类与机器的共存[2]。因此，关注人与智能机器间协作过程中最重要衡量指标——关系对于任务绩效的影响，既是人工智能时代面临机器将逐渐替代人与人合作的趋势，又是促进企业智能化时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

员工的任务绩效是一种与员工完成组织所制定的任务有关的个人工作结果[3][4]，是员工在组织中发挥价值的客观指标，也是组织最关心的部分。已有研究认为，组织层面的裁员[5]、高绩效人力资源实践[6]、组织的宽裕度[7]；领导层面的不同领导类型[8]、领导的奖惩行为[9]；个体层面的人格特质[10]、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11]、同事关系[12]、自我效能感[13]等因素对员工任务绩效具有正向或负向影响。然而，现有研究对这些要素与员工任务绩效之间关系的探讨立足于传统工作场景，关注关系对任务绩效的研究都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鲜少涉及以人机关系为主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事实上，随着智能机器的拟人度日渐提升，“学习”、“情感”、“伦理”等原本适用于人类主体的描述逐渐被迁移到算法等机器智能上，算法技术反向塑造了代表人类主体性核心内容的动机、意向性、审美和价值取向[14]。为了使人在技术带来的工作变化中有出色的表现，在“人”和“机”之间建立更协调一致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15]。那么，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下，智能机器作为人工作场所中的新“同事”对员工任务绩效的影响如何？其作用机理和边界条件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究。

本文在探索人机关系对员工任务绩效的影响时，试图揭示在两者之间发挥作用的中间机制。个体的工作行为不一定是工具性或目标导向的，还可能是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自我表达[16][17]，并在人际互动中形成自我概念[18]。个体在人际互动中获得关于自我特质、能力和价值观的反馈和社会重要性，形成构建自我认识和自我概念的重要基础[19]。个体的自我概念形成以后将会影响他/她的行为选择。在智能化工作场所中，智能机器作为人的新同事，员工在不断地与智能机器进行互动过程中可能会获得来自他们对于自我情况的信息反馈，促进员工自我概念的构建。一旦自我概念形成后，员工就会产生自我表达动机，在这种动机的驱动下，员工倾向做出与这一自我概念一致的行为，从而验证这一自我概念[16][17]。自我认知（结构性自我概念，如认同）和自我评价（评价性自我概念，如自我效能感，自尊）是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20]。由此，认为人机关系可以影响员工角色认同与自我效能感。当员工认同自己与智能机器合作共同完成工作任务是机器的同事时，会增加其在工作中对智能机器提供资源的信任和心里安全感，促进任务绩效提升。自我效能感则会让员工感知到自己具有胜任现有工作和处理好与机器合作关系的能力，并且会有信心有意愿在与机器的合作中发挥各自优势产完成任务。由此可见，人机关系的变化会引发员工的自我效能感和角色认同对任务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此外，在智能化的工作场所中，员工与智能机器通过交互来协作完成任务[21]，员工与智能机器的不断磨合改变了员工的知识资源、情感资源和关系资源[2]，引发员工的心理和情绪变化。由于智能机器不仅会为员工提供支持和帮助[22][23]，也会被员工视为威胁到自己的成功的角色，引发员工参与关系疏远行为，如竞争[24][25][26][27][28]。因此，在人机关系中产生仅是积极的或消极的情绪是不合理的。相反，更应该产生一系列复杂的情绪，即混合情绪。鉴于人机关系对员工角色认同和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会受自身情绪调节，因此，混合情绪可能会影响人机关系与角色认同和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人机关系中产生的混合情绪会催生明智推理，进而增强员工对作为机器同事这一角色的认同；另一方面，混合情绪也会促进员工产生注意力窄化，集中个体资源，进而促进员工的自我效能感。因此，混合情绪成为重要的边界变量。在弱人工智能发展阶段，技术快速迭代更新的智能化工作场所中，关注与智能机器协作员工的情绪变化对于员工的健康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综上，本文以期在以下三方面做出贡献：第一，通过实证研究的视角探究智能化工作场所中的人机关系对员工任务绩效的作用机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经验数据；第二，依据自我概念理论，探讨自我效能感和角色认同在人机关系和任务绩效间的部分中介作用；第三，通过考察验证混合情绪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廓清人机关系与自我效能感之间、人机关系与角色认同之间作用机制的边界，强调要关注智能化工作场所中员工的情绪健康可持续发展。 

2 理论与研究假设

2.1人机关系与任务绩效

人机关系是人类在劳动过程中，不断地改造着自然和人类本身，并不可避免地要与劳动对象发生的联系。人机关系贯穿着人类发展的全过程，伴随着技术的发展，人机关系开始呈现出高度智能化、融合互嵌等特征[29]。任务绩效是个体完成岗位职责所规定的工作任务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包含组织期望其完成的工作数量和工作质量。已有研究表明，人际关系[12]，自我效能感[13]，情绪[30][31]等因素对任务绩效有重要影响。

在工作场所中，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改变了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人与智能机器之间相互依赖、协同合作的关系[21]，作为工作伙伴的智能机器在与人的互动中，能够促使员工获得多元化的信息与知识，提升自身认知水平[32]。高质量的人际关系暗示了个体能从机器那里得到与工作相关的支持和反馈，促使员工继续努力达到高水平的工作绩效[33]。由于，人工智能拥有与人相似的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超级运算能力和类人的表达系统[34]，当人机关系越好时，员工也会更加信任机器，此时，智能机器便能更好地学习人的工作思路、工作方式和工作内容，也因此机器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的工作行为与决策，促进个体任务绩效的完成。人工智能对程序性、常规性工作的快速处理，提高了工作效率，将员工从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让员工能够不受干扰地专注于更核心的工作任务，对员工的高水平任务绩效有促进作用。如银行中的智能一体机可以完成窗口银行工作人员相同的工作，一方面，可以让窗口的工作人员从重复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将工作重点转变为服务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另一方面，智能一体机在工作中可以针对客户需求匹配多种解决方案，为人的决策提供参考。随着人工智能在工作领域的广泛应用，人与智能机器在工作领域中的合作、依赖和融合更加紧密，促进工作效率提升，人机关系对预测员工任务绩效的作用明显。由此提出假设1。

H1：人机关系可对员工任务绩效有正向影响。

2.2自我效能感与角色认同的中介作用
依据自我概念论，个体在人际互动中获得自我特质、能力和价值观的反馈；和社会重要性，形成自我概念[18]，然后产生自我表达动机，在这种动机的驱动下，员工倾向做出与这一自我概念一致的行为，从而验证这一自我概念[16][17],还会表现出相应的态度会行为，对自我概念进行强化。自我概念包含了结构性自我概念，如认同，评价性自我概念，如自我效能感[20]。在智能化工作工作场所中，员工在不断地与智能机器进行互动的时候可能会获得来自他们对于自我情况的信息反馈，这些来自智能机器的反馈是员工构建工作中自我概念的重要信息来源,而自我概念主要包括认知型（如认同）和评价型（如自我效能感，自尊）两部分。因此，依据自我概念理论提出人机关系可以影响员工角色认同与自我效能感。

Stryker等[35]认为社会由互动与关系组成，个体在所处的社会结构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36]。角色就是一系列相互依存的角色期望[37]，而认同是个体定义角色相关行为的核心自我概念[38]，因此角色认同可以看成是对于某一具体角色的自我观[39]，或者说是一系列内部化的角色期望。角色认同高的员工更容易表现出与角色身份相一致的行为，从而支持、验证这种认同。在高质量的人机关系中，智能机器的反馈会让员工对自身角色产生新的定位，并逐渐认同自己是与智能机器合作共同完成工作任务的同事。此时，员工不仅会更加信任智能机器为其提供的各种信息资源，尤其是个体所不具备的资源，还会增强员工的心理安全感，并对智能机器产生依赖心理，减弱其风险规避心理。而在低质量的人机关系中，员工在工作中并不会信任智能机器，也会智能机器应用带来的变化产生消极情绪，由此会削弱员工的角色认同。因此，对于员工而言，人际关系质量越高，越能拓展员工的资源，增强其心理安全感，促进员工任务绩效的完成。由此提出假设2：

H2：角色认同在人机关系与任务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
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个体对影响自己生活的事件，以及对自己的活动水平施加控制能力的信念[40]，是个体对自己能够按要求完成某件事情的信心[41]。自我效能感是对自己的能力进行衡量与评价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又转而调节人们对行为的选择、投入努力的大小，并且决定其在特定任务中所表现出的能力。依据自我概念理论，在高质量的人机关系中，员工信任智能机器，智能机器的反馈可以增加其完成工作任务的资源，进而增强员工的效能感，高自我效能个体不仅更自信有能力应对潜在的障碍，也更愿意在工作中做出主动行为[42]。在与智能机器的协作互动中，高自我效能感会让员工感知到自己具有胜任现有工作和处理好与机器关系的能力，并且会更有意愿在与机器的合作中发挥各自优势，更容易做出与工作相关的积极行为，不断强化自我概念，促进任务绩效的完成。反之，低质量的人机关系会因员工的不信任和抵触心理而削弱其自我效能感，进而减少员工的主动行为和完成工作的信息，对任务绩效的完成产生负向影响。由此提出假设3：

H3：自我效能感在人机关系与任务绩效间起中介作用。

2.3 混合情绪的调节作用
混合情绪是在特定的情境中产生的情绪体验，如：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目标冲突和做重大决策时[43][44][45][46]；与同伴绩效水平产生比较时[47]和仔细思考具有不确定性的困难问题时。人是情绪化和移情的生物，在人机关系中，这种复杂情绪同样存在。作为同事的智能机器可以帮助员工从重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更专注于具有创造性的工作，与此同时，智能机器对员工现有工作的替代也会让员工感受到威胁。由于人与智能机器之间存在这种在紧张中促进创造力的关系，由此形成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紧张关系[48]，智能化工作场所中员工复杂情感的主要来源。
人机关系对角色认同和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会受到混合情绪的调节。混杂的情绪为个体提供了相互矛盾的信息，人们经常把它描述为“感觉被撕裂”或“冲突”，接触到相互冲突的信息会触发一个更慎重的过程，这可能是一个发人深省的经历[49]。个体可能表现出高度的敏感性或倾向于看到看似不相关的物体之间的关系[49]。在混合情绪的影响下，在人机关系中的员工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促进明智推理[50]，员工更容易产生与智能机器做“同事”的角色认同。在混合情绪的影响下，在人机关系中的员工可以减少偏见并提高后续判断的准确性[51][52]，会帮助窄化员工的注意范围，促使个体将注意资源分配给社会距离更近的目标[53]，增强员工完成任务绩效的自我效能感。由此提出假设4和假设5：
H4：混合情绪正向调节了人机关系与角色认同间的关系。
H5：混合情绪正向调节了人机关系与自我效能感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1 研究的理论模型图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采集

本研究是根据2019年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供的1084家各区（县）人工智能企业作为分层依据，在各层中随机抽取100家企业样本，以应用人工智能机器或技术的企业员工作为研究对象，委托咨询公司进行问卷调查。所选中的企业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企业已经应用人工智能相关设备或技术；二是，企业可以允许咨询公司的调查员进行深入调研。问卷回收后，在剔除有大量缺失值，前后问题回答矛盾同一问卷中多数选项为相同答案的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924份。样本涉及医疗、交通、教育和智能制造等行业，涵盖销售类、财务类、产品生产或服务提供类、客户服务类、人力或行政管理类、运营类等不同性质的工作岗位。就有效样本的构成而言，女性受访者占58.980%;年龄在40岁以下的人员占比78.030%;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的占比为94.370%；销售类岗位占比最高达30.300%；初级岗位占比达59.090%；月收入12000元以下的占比达85.070%。见表1。
表1研究对象人口特征分布表
	人口特征
	分组
	人数
	所占比例(%)

	性别
	女
	545
	58.980

	
	男
	379
	41.020

	年龄
	26-30岁
	283
	30.630

	
	31-35岁
	264
	28.570

	
	36-40岁
	174
	18.830

	
	21-25岁
	89
	9.630

	
	41-45岁
	76
	8.230

	
	46-50岁
	32
	3.460

	
	51-55岁
	4
	0.430

	
	61岁以上
	2
	0.220

	学历
	本科
	567
	61.360

	
	大专
	259
	28.030

	
	硕士
	44
	4.760

	
	高中或中职
	43
	4.650

	
	初中及以下
	9
	0.970

	
	博士
	2
	0.220

	岗位
	销售类
	280
	30.300

	
	客户服务类
	180
	19.480

	
	人力或行政管理类
	156
	16.880

	
	产品生产或服务提供类
	119
	12.880

	
	财务类
	113
	12.230

	
	运营类
	76
	8.230

	职位/职称/技能等级
	初级
	546
	59.090

	
	中级
	304
	32.900

	
	高级
	74
	8.010

	岗位的月工资
	5001-8000元
	343
	37.120

	
	3001-5000元
	228
	24.680

	
	8001-12000元
	215
	23.270

	
	12001-20000元
	87
	9.420

	
	3000元以下
	26
	2.810

	
	20001-30000元
	21
	2.27

	
	30001-50000元
	4
	0.430

	合计
	
	924
	100.000


3.2 变量测量

本文量表是通过借鉴以往研究中的成熟量表，并根据研究内容自行编写。为确保问卷内容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研究严格遵循标准的翻译、回译、修正程序，将英文汉化。问卷设计采用了Likert五点打分法，选项分为5个程度，依次从完全不符合（1分）到完全符合（5分）。
人机关系。遵从量表开发的三步骤程序。第一步，采用文献演绎法和深度访谈法，确定初始测量题项。通过对已有文献回顾，借鉴电脑使用程度量表[54]，用人工智能设备使用程度代替表示人与机器的合作程度；借鉴Sims等[55]工作特征量表中友谊分量表，表示员工对智能设备的评价与态度。进一步，对3家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企业中20名员工进行深度访谈，修订题项，确保题项适用于人与智能机器的互动场景。第二步，验证问卷有效性，修正测量题项。我们将先搜集到的100份有效问卷进行验证，利用SPSS 20.0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因子载荷大于0.500，KMO检验大于0.800，Cronbach’s α大于0.800，问卷题项信效度达到标准。第三步，验证性因子分析，验证量表。最终的量表题项包括“我将AI设备视为我的工作伙伴”，“我在工作中与AI设备的协作是友好的”，“AI设备让我在工作中感到支持”，“在工作中，我能够与AI设备进行类似人与人之间的交流”4个题项。
角色认同。参照Peter[56]研究中的量表，主要包括了“我做的工作对我来说很有意义”，“我感觉工作中的变化与我没什么关系”等5个题项，角色认同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32，KMO值为0.695。
自我效能感。参照Scholz等[57]研究开发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主要包括“我对自己完成各项工作活动的能力有信心”，“我已经掌握了工作所需的技能，可以处理遇到的事情”等8个题项，自我效能感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8，KMO值为0.820。

任务绩效。参照Tsui[58]等编制的任务绩效量表，主要包括“我的工作质量高于平均水平”，“我的工作效率高于平均水平”等4个题项，任务绩效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47，KMO值为0.752。
混合情绪。参照邱林，郑雪和王雁飞[59]编制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量表，共包含8个题项，其中包括3种积极情绪，3种消极情绪。积极情绪的Cronbachα系数为0.685，KMO值为0.665，消极情绪的Cronbachα系数为0.811，KMO值为0.642。采用李克特5点评分法，1～5表示“几乎没有”到“非常多”。然后依据Kaplan[60]提出的混合情绪强度的测量公式ME=MA=∣PA+NA∣−∣PA−NA∣进行计算，其中ME代表混合情绪，PA代表积极情绪的平均值,NA代表消极情绪的平均值，为保证数据的稳定性对数据做取Ln处理。
控制变量：参考一般性变量特征，本文将统计学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员工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工作岗位、职位/职称/技能等级、工资。 
3.3 同源误差分析

采用Harman单因子测试，将所有题项放在一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未旋转)，共析出4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公共因子方差解释率为33.588%，小于40%的临界值[61]，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同源误差问题。

4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 20.0软件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以及假设检验。

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中通过借鉴权威研究中的成熟量表，严格遵循标准的翻译-回译程序，所借鉴的量表在不同的研究情境中都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显示，人机关系与任务绩效呈显著正相关，人机关系与角色认同呈显著正相关，人机关系与角色认同呈显著正相关，各变量之间的关系符合基本的理论预期，为下一步假设检验提供了基本证据。
表2 变量的相关系数与信效度检验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性别
	1.590
	0.492
	1
	
	
	
	
	
	
	
	
	
	

	2年龄
	3.988
	1.292
	-0.040
	1
	
	
	
	
	
	
	
	
	

	3学历
	3.351
	0.699
	-0.060*
	0.143***
	1
	
	
	
	
	
	
	
	

	4岗位
	3.497
	2.170
	0.082**
	0.067**
	-0.025
	1
	
	
	
	
	
	
	

	5职位/职称/技能等级
	1.489
	0.641
	-0.057*
	0.210***
	-0.229***
	0.027
	1
	
	
	
	
	
	

	6工资
	3.203
	1.097
	-0.180***
	0.179***
	-0.404***
	-0.022
	0.413***
	1
	
	
	
	
	

	7人机关系
	3.760
	0.789
	0.033
	0.048
	-0.195***
	0.029
	0.078**
	0.160***
	1
	
	
	
	

	8自我效能感
	4.051
	0.454
	0.038
	0.008
	-0.245***
	0.028
	0.148***
	0.219***
	0.422***
	1
	
	
	

	9角色认同
	3.977
	0.546
	0.020
	0.022
	-0.196***
	0.013
	0.131***
	0.201***
	0.458***
	0.682***
	1
	
	

	10任务绩效
	3.983
	0.612
	0.020
	0.052
	-0.148***
	0.019
	0.035
	0.141***
	0.380***
	0.463***
	0.413***
	1
	

	11混合情绪
	1.420
	0.414
	-0.100***
	-0.092***
	0.052
	-0.085***
	-0.044
	-0.073**
	-0.160***
	-0.251***
	-0.213***
	-0.077**
	1

	* p<0.1 ** p<0.05 *** p<0.01


同时，本研究还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对人机关系，自我效能感，角色认同，工作绩效和混合情绪五个变量分别测试了五因子，四因子，三因子，双因子和单因子模型，检验了各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五因子基准模型（人机关系，自我效能感，角色认同，任务绩效和混合情绪）的拟合效果相较于其他竞争模型效果最理想，表明五因子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可以进行后续相关的假设检验。 
表3 验证性因子结果分析

	因子模型
	χ²
	df
	CFI
	TLI
	RMSEA
	SRMR

	五因子模型（MMR,SE,RI,TP,ME）
	1377.304
	199
	0.866
	0.854
	0.08
	0.064

	四因子模型（MMR+SE,RI,TP,ME）
	2781.379
	203
	0.711
	0.687
	0.117
	0.089

	三因子模型（MMR+SE+RI,TP,ME）
	3163.549
	206
	0.708
	0.646
	0.125
	0.09

	二因子模型（MMR+SE+RI+TP,ME）
	3586.054
	208
	0.681
	0.599
	0.133
	0.096

	单因子模型（MMR+SE+RI+TP+ME）
	3587.431
	209
	0.681
	0.601
	0.132
	0.096


注：MMR代表人机关系，SE代表自我效能感，RI代表角色认同，TP代表任务绩效，ME代表混合情绪

资料来源：文本整理

4.2  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所构建的理论模型中具体包括人机关系对任务绩效的直接影响、人机关系对自我效能感和角色认同的直接影响、自我效能感和角色认同对任务绩效的直接影响，具体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人机关系对任务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76，p<0.010）；人机关系对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18，p＜0.010）；人机关系对角色认同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95，p＜0.010）；自我效能感对任务绩效存在显著影响（β=0.403，p＜0.010）；角色认同对任务绩效感存在显著影响（β=0.132，p＜0.010），假设1得到验证

表4 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
	
	任务绩效
	自我效能感
	角色认同
	任务绩效

	常数
	2.956***
(15.389)
	3.247***
(23.710)
	2.800***
(17.158)
	1.279***
(5.594)

	性别
	0.019
(0.491)
	0.035
(1.259)
	0.024
(0.728)
	0.002
(0.051)

	年龄
	0.019
(1.252)
	-0.008
(-0.772)
	-0.007
(-0.536)
	0.024
(1.645)

	学历
	-0.056*
(-1.832)
	-0.072***
(-3.268)
	-0.047*
(-1.784)
	-0.021
(-0.740)

	岗位
	0.002
(0.180)
	0.003
(0.444)
	-0.000
(-0.036)
	0.000
(0.060)

	工资
	0.040*
(1.924)
	0.042***
(2.813)
	0.047***
(2.650)
	0.017
(0.875)

	职位/职称/技能等级
	-0.043
(-1.316)
	0.041*
(1.768)
	0.043
(1.546)
	-0.065**
(-2.138)

	人机关系
	0.276***
(11.432)
	0.218***
(12.643)
	0.295***
(14.380)
	0.150***
(5.930)

	自我效能感
	
	
	
	0.403***
(7.517)

	角色认同
	
	
	
	0.132***
(2.931)

	样本量
	924
	924
	924
	924

	R ²
	0.156
	0.219
	0.233
	0.268

	调整R ²
	0.149
	0.213
	0.227
	0.261

	F 值
	F(7,916)=24.147,p=0.000
	F(7,916)=36.709,p=0.000
	F(7,916)=39.723,p=0.000
	F(9,914)=37.215,p=0.000

	* p<0.1 ** p<0.05 *** p<0.01 括号里面为t 值


根据表4显示，在人机关系=>自我效能感=>任务绩效的路径中，人机关系对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β=0.218，p＜0.010），自我效能感对任务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β=0.403，p＜0.010），且人机关系对任务绩效存在显著影响（β=0.276，p<0.01），则自我效能感在人机关系与任务绩效间起到中介作用。同理，在人机关系=>角色认同=>任务绩效的路径中，人机关系对角色认同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95，p＜0.010），角色认同对任务绩效存在显著影响（β=0.132，p＜0.010），人机关系对任务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76，p<0.010）则角色认同在人机关系与任务绩效间起到中介作用。

为了提高中介效应的统计功效，我们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检验了自我效能感和角色认同的中介作用（见表5）。检验结果显示，自我效能感在人机关系与任务绩效间的中介作用在95%置信区间为[0.078，0.155]，角色认同在人机关系与任务绩效间的中介作用在95%置信区间为[0.013，0.085]，均不包含数字0，因此，表明中介作用成立，进一步支持了H2和H3。由此可知，假设2与假设3成立。

表5 自我效能感和角色认同的中介效应检验

	项
	c
总效应
	a
	b
	a*b
中介效应值
	a*b
(Boot SE)
	a*b
(z值)
	a*b
(p值)
	a*b
(95% BootCI)
	c’
直接效应
	检验结论

	人机关系=>自我效能感=>任务绩效
	0.256**
	0.222**
	0.395**
	0.088
	0.019
	4.649
	0.000
	0.078～0.155
	0.131**
	部分中介

	人机关系=>角色认同=>任务绩效
	0.256**
	0.295**
	0.125**
	0.037
	0.018
	2.015
	0.044
	0.013～0.085
	0.131**
	部分中介

	* p<0.05 ** p<0.01


4.3调节效应分析

表6中模型3显示，人机关系与混合情绪交互项对角色认同（β=-0.183，p＜0.050）作用均显著，表明混合情绪对人机关系与角色认同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结合图2所示，随着混合情绪的增加，人机关系和角色认同之间的促进作用被缓解，说明混合情绪在人机关系影响角色认同的作用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假设4未得到验证，虽然混合情绪并未如假设4所提出的在人机关系与角色认同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但是其调节作用确实存在，即混合情绪负向调节人机关系与任务绩效间的关系。表6中的模型6显示，人机关系与混合情绪的交互项对自我效能感（β=-0.050，p＞0.100）的影响作用不显著，表明混合情绪对人机关系与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不具有调节作用，假设5未得到验证。
表6 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角色认同
	自我效能感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常数
	3.911***
	3.972***
	3.937***
	4.066***
	4.132***
	4.115***

	
	-27.509
	-28.145
	-27.782
	-34.087
	-35.182
	-34.831

	性别
	0.024
	0.008
	0.012
	0.035
	0.018
	0.02

	
	-0.728
	-0.256
	-0.373
	-1.259
	-0.659
	-0.726

	年龄
	-0.007
	-0.011
	-0.011
	-0.008
	-0.013
	-0.013

	
	(-0.536)
	(-0.887)
	(-0.887)
	(-0.772)
	(-1.235)
	(-1.235)

	学历
	-0.047*
	-0.046*
	-0.042
	-0.072***
	-0.071***
	-0.069***

	
	(-1.784)
	(-1.782)
	(-1.621)
	(-3.268)
	(-3.303)
	(-3.202)

	岗位
	0
	-0.003
	-0.003
	0.003
	0
	0

	
	(-0.036)
	(-0.367)
	(-0.376)
	-0.444
	-0.022
	-0.017

	职位/职称/技能等级
	0.043
	0.043
	0.045*
	0.041*
	0.041*
	0.042*

	
	-1.546
	-1.58
	-1.654
	-1.768
	-1.825
	-1.866

	工资
	0.047***
	0.043**
	0.045***
	0.042***
	0.038**
	0.039***

	
	-2.65
	-2.458
	-2.583
	-2.813
	-2.581
	-2.65

	人机关系
	0.295***
	0.282***
	0.276***
	0.218***
	0.203***
	0.200***

	
	-14.38
	-13.741
	-13.39
	-12.643
	-11.908
	-11.66

	混合情绪
	
	-0.183***
	-0.175***
	
	-0.198***
	-0.194***

	
	
	(-4.738)
	(-4.509)
	
	(-6.153)
	(-5.999)

	人机关系*混合情绪
	
	
	-0.102**
	
	
	-0.05

	
	
	
	(-2.221)
	
	
	(-1.297)

	样本量
	924
	924
	924
	924
	924
	924

	R²
	0.233
	0.251
	0.255
	0.219
	0.25
	0.251

	调整R²
	0.227
	0.245
	0.248
	0.213
	0.244
	0.244

	F值
	F(7,916)=39.723,

p=0.000
	F(8,915)=38.378,

p=0.000
	F(9,914)=34.808,

p=0.000
	F(7,916)=36.709,

p=0.000
	F(8,915)=38.145,

p=0.000
	F(9,914)=34.118,

p=0.000

	△R²
	0.233
	0.018
	0.004
	0.219
	0.031
	0.001

	△F值
	F(7,916)=39.723,

p=0.000
	F(1,915)=22.450,

p=0.000
	F(1,914)=4.932,

p=0.027
	F(7,916)=36.709,

p=0.000
	F(1,915)=37.855,

p=0.000
	F(1,914)=1.681,

p=0.195

	* p<0.1 ** p<0.05 *** p<0.01 括号里面为t值


如图2所示绘制调节效应图，分析在混合情绪平均值上、下各一个标准差情况下，人机关系与角色认同的关系。由图2可知，与混合情绪低的情况相比，当混合情绪较高时，人机关系对员工角色认同的正向影响更弱，表现在图中则低混合情绪的斜率更大。

研究结果显示，混合情绪会弱化人机关系对角色认同的正向影响，与假设4相反。虽然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在企业的生产运营中应用广泛，但仍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员工在与智能机器的协作过程中，依然需要承担更多，更复杂的工作任务，岗位对员工的技能要求也有所提高，这会让员工体验到混合情绪中的负向体验更加明显，进而会削弱其在工作场所中对作为智能机器同事的角色认同。同时，在人机关系里对混合情绪中相对负向的体验主要是来自于智能机器的运转，并不会对员工自我效能感产生明显的改变。由此，解释了假设5不成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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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混合情绪对人机关系与角色认同关系的调节效应图

5 研究结论与讨论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赋能各行业的发展，创造出一个人类生存于其中的智能新文化环境，“智能机器”愈来愈深度地介入到人的工作与生活中，人机关系也再一次因受智能技术文化的冲击而变化，给人类的生活、工作与思维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探明人机关系在智能化工作场所中对任务绩效的影响、作用机制和使用情景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5.1 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人机关系通过智能机器分担重复性工作和拓展员工的工作资源正向影响任务绩效的完成；第二，自我效能感和角色认同在人机关系与任务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自我概念理论的视角丰富了变量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人机关系影响任务绩效的内在触发机制；第三，混合情绪负向调节人机关系与角色认同间的正向关系。即混合情绪越明显，人机关系对角色认同的正向影响越小。

5.2 理论贡献
第一，将人工智能引入员工心理与行为研究领域，拓展了工作场所中关系与任务绩效研究的新情境。与多数学者关注工作场所中人际关系对任务绩效的研究不同，本研究发现作为企业中员工新同事的智能机器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对任务绩效有正向影响。人机关系中，智能机器分担人的重复性工作，为人提供决策支持促进了人在工作中的工作效率，拓展了工作资源，有助于员工任务绩效的完成。因此，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任务绩效的相关研究。
第二，员工的角色认同和自我效能感为解释人机关系和任务绩效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链接。自我概念理论认为，个体在人际互动中会形成自我认知（如认同）和自我评价（如自我效能感），自我概念会对个体行为产生“一致性”和“强化”的作用。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智能机器开始拥有与人相似的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超级运算能力和类人的表达系统[34]。员工在与智能机器的互动中也会获得评价与反馈，促进角色认同和自我效能感的产生，进而影响任务绩效。这不仅打开了人机关系和任务绩效的内部黑箱，还丰富了自我概念理论应用的情境因素研究。 
第三，从混合情绪视角探究了人机关系影响员工任务绩效的边界条件。由于人和机器之间存在一种创造性紧张关系，这种关系所引发的情绪不是单一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可以解释的，混合情绪这一概念可以较为准确的表达这种复杂关系中的情绪。这表明混合情绪可能会影响人机关系与任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然而，在研究人工智能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中，大多关注单一情绪，如消极情绪[62]，尚未将混合情绪予以考虑。人机关系是人与智能机器之间形成的新型类人际关系，在人机互动过程中，智能机器导致员工拥有的知识资源、积极意义资源和情感资源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员工的情绪。同时，本文以混合情绪为调节变量，阐述了人机关系对角色认同的影响条件，揭示了二者之间关系中存在的权变因素，发展了组织中情绪主题的相关研究。
5.3 实践启示
任务绩效是组织成员对组织最直接贡献的评价[63][64]。本研究结论揭示了人工智能场景下人机关系对员工任务绩效的影响机制，对管理实践的启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企业员工要注重与智能机器建立和谐的人机关系。人工智能使劳动形态、方式和过程发生颠覆性改变，工作场所中机器人独立完成工作任务、人机协同等多种工作模式愈发普遍，智能机器已经成为了人在工作场所中的重要工作伙伴。长期来看，员工应以平等合作的心态与智能机器人进行交流，不断提升自身知识技能，积极促进人机互动和智能机器的迭代更新，让智能机器成为员工理想的合作伙伴，在企业中营造和谐的人机共生文化。 
第二，管理者要重视人工智能对企业员工的影响。员工行为随着组织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地发生改变。人与作为工作伙伴的智能机器交互创造了新的沟通情境，提供了种新的同事关系和智能技术应用广度与深度拓展的工作环境，员工工作行为的发生和影响机制也随之产生了变化。一方面，企业应加强对员工的引导，鼓励员工以积极的心态拥抱人工智能技术，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给组织和员工带来的益处，促进员工在企业中的角色认同，增强自我效能感；另一方面，企业应该关注员工在与智能机器互动中的情绪变化，加强对员工情绪的动态监测和心理疏导，促使情绪对员工行为正向影响的调节作用。 

第三，企业应加强对员工的技能培训。长期来看，员工应以不断提升自身知识技能，以匹配智能技术发展而不断提升的岗位要求。企业应该加强外部合作，拓展员工外部知识搜渠道，开展丰富多样的智能化知识宣传与培训活动，增强员工学习的积极性，鼓励员工参与智能机器的迭代更新，让智能机器成为员工配合默契的同事。
4.4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员工行为的影响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局限。第一，本研究采用的是截面数据，这对揭示人机关系对任务绩效的影响过程机制还略显不足，未来可以采用纵向研究设计分阶段采集数据，以弥补因果关系检验的不足。第二，在人工智能场景下，人机关系目前尚未有准确的界定和测量，未来研究中有必要对人机关系变量所包含的维度进行测量，也可细分人机关系类型，更加准确的描述智能化时代人与机器间的关系。第三，本研究分析了个体层面的情绪变量人机关系对任务绩效作用机制的调节作用，未来应该探索人机关系对任务绩效影响的不同层次的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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